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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 

——基于 30 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邹新阳 温涛
1
 

【摘 要】：在梳理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构建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

2009—2017年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数据,进而评价其社会绩效。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业务覆盖范围、涉农贷款、小额贷

款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与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正相关。为此,应加强普惠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建设,创

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对农村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以提高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服务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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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重要落脚

点是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农村资金注入是关键。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财政对农村发展资

助的力度有所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财政支出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由 2010 年的 8129.58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21085.59亿元，但支农占比仅由 9.05%增长至 9.55%，这说明仅仅依靠财政资金，很难满足“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全部需求和实

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因此，借助金融手段，服务于乡村振兴，就成为现实的选择。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应重点

发展普惠金融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减缓地区贫困。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普惠性涉农贷款增速总体要高于各项贷款

平均增速，同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加强普惠金融服务，以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民生等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将对农村生态环境、文化教育、民生福祉

等产生积极影响。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进一步细化，要求扩大农村普惠金融试点，加

快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银保担”合作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因此，研究普惠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在加快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意义重大。 

与财政资金相比，普惠金融更有利于提高服务精准性，避免使命偏移、精英俘获等现象的发生，且可以改变贫困人口长期

依赖“输血”式扶贫的状况，促进资金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禀赋积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实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

但长期存在于农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软硬件不足、资金供给总量有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普惠金融发展受到制约，社会

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振兴需要农村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但真正的重点是社会公平，是缩小城乡差距，换言之，是社会

绩效。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不同，普惠金融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资金可得性，更加强调公平，其社会绩效远大于经济绩效，

故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于不同性质的涉农金融机构，但最终都通过金

融业务得以体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使普惠金融真正服务于“三农”，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本文以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数据为分析对象，考察其社会绩效与普惠金融政策引导是否一致，从而以点带面，探

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建议，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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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于 2005年，但对该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中叶。Kuznets认为，包括金融在内的不平

等现象不利于经济的发展[1]。Goldsmith,Mckinnon,Kapur 和 Mathieson 等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提出了要

为更多的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理念，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2-5]。Kempson et al.,Bayot等学者的研究发现，银行的信贷设

计抑制了低收入者的金融服务需求[6-7]。V.leeladhar,Bebczuk和 Alkhathlan et al.均认为普惠金融提供的是非常全面的金融服

务，且以低收入和弱势受信者可以承受的费用为前提[8-10]。Sharma总结了金融行为中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认为要将其破除，必

须发展普惠金融[11]。杜晓山提出普惠金融服务的重心是城乡中的贫困和低收入客户[12]。焦瑾璞强调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应把被

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农户、小微企业囊括在内[13]。李明贤强调了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的差异[14]，何广文强调要重视普惠金

融体系构建的完整性
[15]
。学者们虽然定义的普惠金融有所不同，但就普惠金融的包容性达成了共识，即普惠金融是公平、共享

和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

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标是普惠金融研究的重要内容。Beck 利用网点、ATM 机地理位置及人口渗透度、人均存贷款账户、贷款

收入比率等指标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
[16]
。Sarma提出了金融包容性指数（IFI），主要从银行业渗透性、银行服务覆盖率、

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17]。Amidzic参考 Sarma的方法，从使用效率、稳定性、渗透性三个维度构建了

普惠金融指数[18]。焦瑾璞等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19]。于晓虹等在 Sarma 的编制体系

的基础上，引入保险、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认为三类机构的人口服务密度、地理密度影响了普惠金融水平[20]。 

考察普惠金融业务的社会绩效，梳理普惠金融的作用与效益十分重要。一般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金融体系的

完善，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产生正效益。Honohan认为，金融体系的深化和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发展对贫困减缓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21]。Lusardietal.研究发现，全方位、广覆盖的金融服务可以提升客户的生活水平[22]。王曙光等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能间接

提高居民收入，减缓贫困，刺激消费，从而拉动内需增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23]。Mehrotra 等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稳定[24]。值得注意的是，杜晓山在分析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困惑后提出，主流经济学认为人是“同质”

的，金融就是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弱势群体无法通过金融获得资金的论断有失偏颇。他认为，人是己他双性的，金融也是驱利

性和弘义性相结合的。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弘义性，在于社会绩效，普惠金融要兼顾供求双方利益的均衡，走保本微利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25]。对普惠金融作用和效益的研究还涉及多个视角，如开发性金融、县域金融、数字金融、农村金融消费与投资、

扶贫等。彭建刚等认为，应将普惠金融纳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劳动分工范畴，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开发性功能[26]。唐

文婷等提出政府要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引导农村普惠金融自下而上发展，使农村金融消费者的

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27]

。傅秋子等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28]

。朱一鸣等提出，

推动县域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民增收减贫，但存在明显的异质性[29]。黄敦平等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

减贫效应呈现“U型”[30]。这里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定义的“普惠金融”为概

念内涵，以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为切入点，考察其制度设计的价值，以创新普惠金融业务，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普惠金融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依据哈耶克的“供给优先”理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资金先期注入，即乡村振兴需要金融的推动，发挥金融对

经济的先导作用。我国金融发展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农村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生产消费资金需

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金融排斥长期存在。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格局，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特性的普惠金

融成为破除农村金融抑制和排斥的理想选择。普惠金融最早起源于小额信贷，后发展成为综合金融，主要服务对象为农户、家

庭农场和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通过信贷、保险等金融业务，降低农村融资门槛，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农户的消费能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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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缩小城乡差距。乡村要振兴，农民生活要富裕，就要实现脱贫和扶贫，而金融扶贫为农村贫困群体提

供了低成本、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由此可知，普惠金融在消除贫困上与乡村振兴完全契合，将大量排斥在金融之

外的贫困人口纳入服务对象，使之享有金融服务的权利。普惠金融在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提高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解决

农村贫困问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绩效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绩效视角考察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助力乡村振兴，具体的维度包括：第一，农业生产。政府引导普惠资

金投向欠发达地区，随着服务渗透度的持续扩大，农户借贷成本将有所降低，金融排斥问题将得到一定缓解，有助于促进农村

地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第二，农户生活质量。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与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相匹配，

反映了农户生活质量的变化。第三，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主要反映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居住生活条件

的改善，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提高农村社会福祉的重要手段。第四，城乡收入差距。在衡量社会绩效时，城乡收入差异是

重要指标，若金融业务仅集中于扩大业务量，而忽视社会福祉差距，引发不公平问题，农村居民的社会绩效指数仍然不会得到

提高。第五，农村人力资本。教育是促进贫困减缓积极且有效的手段，农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农户脱离机会贫困和家庭多维

贫困、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31]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稳步提升，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第六，资金使用效率。从现有乡村振兴的资金、资本使用来看，除财政资金外，还需要提高金融服务的份额和效率。一般而言，

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要高于财政资金。提高普惠资金使用效率，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村弱势群体的需要，是提升普惠金融社会绩

效的必然选择。第七，农村社会救济。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是减缓贫困的重要手段[32]，也是社会绩效提升的表现，换言之，农

村贫困人口社会救济水平的提高，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提升。 

（三）普惠金融发展内涵与社会绩效的一致性 

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提升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脱贫的长期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贫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贫困

线、贫困标准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相对贫困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如何创新金融产品，使农户、小微企业等享受相对公平

的金融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普惠金融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农村金融机构完成社会目标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

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绩效具有一致性。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体制改革上整体滞后，在市场发育上仍不成熟。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小微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或信贷

成本偏高，加剧了金融结构的扭曲和金融资源的错配，因此，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普惠金融是对

传统金融体系“嫌贫爱富”的纠正，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均衡器，对农村经济增长、减缓贫困、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增加社会

福祉等方面均具有促进作用[33]。普惠金融通过扩大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可得性，来改善弱势群体被正规金融排斥的问题，这与

农村金融机构的社会目标相一致。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的提高，能有效提升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 

长期有效的信贷投入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商业金融的逐利性，会将更多资金配置到城市，这将导致金融

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涉农贷款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农业科技产业的创新、农产

品附属价值的提升，还是在农民增收致富、民生福祉改善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涉农贷款是普惠金融最重要的业

务之一，与普惠金融关注弱势群体、扶持弱势地区和发展弱势产业三个角度高度契合，也与农村金融机构社会目标相吻合。 

小额贷款公司是重要的普惠金融机构，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服务“三农”。小额贷款公司直接增加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

能力，为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贷款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弱势群体融资难的问题。同

时，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服务，在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4]

，有利于实现其社会目标。



 

 4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和小额贷款贡献率的提高，有利于提升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而小额贷款不良率会降低普惠金融的

社会绩效。 

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弱质性，仅仅依靠信贷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就需要创新经营模式与之配合。“融资+保险”模式

在促进保险业发展、改变农户融资结构、实现精准扶贫等方面作用显著。农业保险无论是在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业发展、稳

定农民收入，还是在调节收入再分配上，均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35]。作为普惠金融业务构成的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保险保

障和信贷支持，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发挥[36]。基于以上

理论研究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农业保险服务力度加大，有利于提高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发展水平。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借鉴羿建华[37]、张正平等[38]的实证模型，本文建立如下模型检验普惠金融业务的社会绩效的影响： 

 

其中：Fi,t 表示社会绩效综合指数；X1—X7 分别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涉农贷款使用效

率、小额贷款不良率、小额贷款贡献率、农业保险密度、农业保险赔付率；βk 为估计系数，αi、γt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

效应，μit为随机扰动项；i、t分别表示不同样本的省份和时间。 

（二）选取指标与数据来源 

1.社会绩效综合指数 

社会绩效是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一个综合性政策目标，城乡差距缩小、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福祉增加、农村受教育年

限延长等都属于该指标的构成部分。本文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模式，从农业生产、农户生活质量、农村固定

资产投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力资本、资金使用效率和农村社会救济七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见表 1）。由于 2013年前后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的调查范围、方法、口径发生了变化，因而本文采用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替代。 

在社会绩效评价指标的构成中，由于各基础指标间不具有一致性，因而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先的变换和处理。为反映不同指

标对社会绩效的贡献，本文通过计算各指标的平均数 和标准差σi，获得变异系数的指标权重： 

 

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μ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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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计算全部指标的归一化数值 ki: 

 

其中，ki为指标的归一化数值，μi为指标的权重，γi为指标实际观测值，mini和 maxi分别为最小值和最大值。 

最后，计算社会绩效综合指数 F: 

 

这里计算全国除西藏外的 30个省（区、市）的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结果如表 2所示(1)。从表 2可以看出，2009—2017年，

农村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的整体发展水平逐年平稳提高，但各个省份差异较大。 

表 1社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具体指标 计算方法 单位 

农业生产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村人口总数 元/人 

农户生活质量 农村食品消费支出占比 农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村人口总数 元/人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率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农村人力资本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 
（小学学历人口*6+初中学历人口*9+高中学历人

口*12+大专学历及以上人口*16）/6岁及以上人口 
年 

资金使用效率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比重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 

存贷比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存款余额 % 

农村社会救济 农村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元/人 

 

2.普惠金融业务指标 

一般而言，指标的选择需要满足代表性、可获得性。由于农村普惠金融通过农村普惠金融业务体现，主要是信贷和保险，

故选取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农村信贷支持度、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发展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具体指标解释如表 3（下页）所

示。 

3.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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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映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社会绩效，本文以 2009—2017 年作为考察期，对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及相关年份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

国就业和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报告》和《中国金融年鉴》。 

表 2全国各省（区、市）社会绩效综合指数测量结果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北京 0,045 0.077 0.273 0.351 0.410 0.510 0.633 0.716 0.701 

天津 0.125 0.138 0.180 0.232 0.251 0.372 0.354 0.527 0.529 

河北 0.078 0.140 0.257 0.335 0.375 0.400 0.415 0.532 0.584 

山西 0.068 0.124 0.313 0.315 0.456 0.508 0.601 0.657 0.673 

内蒙古 0.083 0.185 0.325 0.414 0.464 0.498 0.554 0.588 0.600 

辽宁 0.343 0.125 0.278 0.373 0.434 0.474 0.515 0.616 0.630 

吉林 0.121 0.146 0.351 0.442 0.475 0.461 0.543 0.442 0.457 

黑龙江 0.061 0.118 0.279 0.351 0.558 0.604 0.723 0.659 0.648 

上海 0.040 0.089 0.147 0.593 0.675 0.609 0.575 0.688 0.766 

江苏 0.050 0.180 0.362 0.440 0.551 0.582 0.652 0.648 0.651 

浙江 0.056 0.197 0.358 0.495 0.605 0.641 0.599 0.635 0.642 

安徽 0.061 0.157 0.298 0.387 0.483 0.514 0.581 0.626 0.629 

福建 0.056 0.119 0.240 0.374 0.407 0.451 0.507 0.646 0.677 

江西 0.061 0.133 0.279 0.354 0.429 0.514 0.606 0.640 0.657 

山东 0.041 0.113 0.259 0.439 0.522 0.552 0.627 0.698 0.720 

河南 0.119 0.207 0.386 0.426 0.555 0.443 0.493 0.543 0.520 

湖北 0.096 0.123 0.282 0.292 0.413 0.368 0.572 0.630 0.609 

湖南 0.063 0.119 0.285 0.340 0.388 0.385 0.378 0.458 0.659 

广东 0.091 0.130 0.308 0.423 0.488 0.512 0.531 0.568 0.575 

广西 0.113 0.246 0.374 0.459 0.478 0.471 0.506 0.488 0.545 

海南 0.047 0.128 0.290 0.423 0.426 0.440 0.572 0.703 0.674 

重庆 0.097 0.176 0.322 0.442 0.452 0.457 0.431 0.510 0.527 

四川 0.126 0.189 0.314 0.337 0.456 0.452 0.486 0.585 0.594 

贵州 0.070 0.107 0.227 0.289 0.364 0.452 0.611 0.668 0.686 

云南 0.064 0.113 0.265 0.346 0.501 0.574 0.628 0.644 0.659 

陕西 0.060 0.182 0.380 0.448 0.562 0.533 0.594 0.639 0.673 

甘肃 0.037 0.115 0.247 0.292 0.430 0.532 0.673 0.738 0.751 

青海 0.047 0.203 0.341 0.428 0.514 0.615 0.649 0.596 0.729 

宁夏 0.047 0.124 0.257 0.366 0.497 0.488 0.602 0.696 0.702 

新疆 0.045 0.132 0.334 0.521 0.680 0.645 0.634 0.734 0.714 

均值 0.080 0.144 0.287 0.379 0.476 0.502 0.561 0.617 0.640 

 

表 3解释变量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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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变量名称 指标 单位 符号 

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 
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 每 1000平方公里机构网点数量 个 X1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 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数 人 X2 

农村信贷支持度 涉农贷款使用效率 涉农贷款余额/农业总产值 % X3 

小额贷款 
小额贷款不良率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实收资本 % X4 

小额贷款贡献率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地区 GDP % X5 

农业保险发展 
Ln（农业保险密度） Ln（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村人口） — X6 

农业保险赔付率 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 X7 

 

注：鉴于小额贷款不良率数据很难获取，在此选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与实收资本占比作为替代指标 

（三）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混合面板回归未考虑个体差异，可能存在一个解释变量同时对普惠金融和社会绩效产生影响，从而造成估计结果有偏的问

题。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法估计（FE＿OLS）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GFLS）可以避免混合回归估计偏差。另外，部分解释变量

与社会绩效指数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不是较高水平的普惠金融促进了社会绩效，而是金融机构社会目标的实现提

高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引致内生性问题。这里借鉴黄倩等[39]的处理，选取“互联网普及率”和“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

部数”的自然对数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检验 

（一）实证结果分析 

2009—2017 年，30 个省（区、市）的金融业务指标中，社会绩效的均值为 0.41，标准差为 0.20，说明数据较稳定，波动

幅度不大；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和农村金融机构人员密度的均值分别为 19.76和 15.25，标准差相对较大，说明数据在样本期

间内存在波动性；样本中涉农贷款使用效率的均值仅为 5.18，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说明各省（区、市）对“三农”的金

融支持力度存在异质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不良率高、贡献率低，说明小额贷款公司整体发展较弱；不同地区的农业保险发展

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保险密度最大值为 11.06，最小值为 3.69（见表 4，下页）。 

1.相关性分析 

由于本文的截面个数远远大于时间长度，属于短而宽的面板数据，受个体因素影响比趋势性大，故不需要进行 ADF 检验。

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各变量间无强相关性（见表 5，下页）。 

2.回归分析 

利用 Hausman 检验，在静态面板下，模型 Hausman 值为 308.66，其对应的 P 值为 0.000，拒绝原假设。为了检验模型稳健

性，表 6 报告了四次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不同估计方法均表明普惠金融业务取得一定效果，即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会显著

提高社会绩效综合指数。基于 EGLS、IV-2ESLS 回归结果下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002 和 0.005，农村金

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015和 0.017，假设 1得证。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和服务人员密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农户的地理排斥、营销排斥难题，但网点密度的显著性水平不高，说明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设立，给偏远地区的农民带来了

便利，但数字金融的发展也可以弥补网点不足的缺陷。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与小微贷款贡献率对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系数的估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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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著为正，而小额贷款不良率显著为负，假设 2得证。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作为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服务“三

农”为初衷，通过货币手段对“三农”加以扶持，从而达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户社会福利的目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

了弱势群体获得信贷服务的途径，降低了金融市场参与门槛，提高了“长尾人群”享受金融服务的质量。但杠杆率越高的小额

贷款公司，贷款坏账率就越高，这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普惠金融社会效益的维系。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社会绩效综

合指数系数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假设 3 得证。发展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农业保险密度及

赔付水平越高，说明普惠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越大。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手段，是防范农业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

社会风险的有利保障，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表 4描述性分析 

变量定义 符号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社会绩效指数 F 0.41 0.77 0.03 0.20 

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 X1 19.76 83.75 0.44 15.48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 X2 15.25 39.95 5.39 6.57 

涉农贷款使用效率 X3 5.18 24.09 1.18 4.28 

小额贷款不良率 X4 1.06 2.01 0.57 0.20 

小额贷款贡献率 X5 0.01 0.08 0.00 0.01 

农业保险密度 X6 8.21 11.06 3.69 1.19 

农业保险赔付率 X7 0.66 2.02 0.22 0.29 

 

表 5相关性分析 

 X1 X2 X3 X4 X5 X6 X7 

X1 1.000       

X2 0.318 1.000      

X3 0.546 0.329 1.000     

X4 0.244 -0.157 0.208 1.000    

X5 -0.147 0.109 0.124 0.465 1.000   

X6 0.058 0.068 0.452 0.202 0.032 0.220  

X7 -0.067 -0.062 0.027 -0.229 -0.125 -0.270 1.000 

 

（二）稳健性检验 

鉴于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异质性，进而可能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而涉农贷款使用效率是衡量普惠金融

的核心指标，因此，本文借鉴张正平等[38]的处理，剔除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平均值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地区相关数据后进行稳健性

检验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与社会绩效水平呈正向关系，小额贷款不良

率及贡献率分别与社会绩效水平呈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农业保险越发展，社会绩效也越高，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其社会绩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路径。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构建社会绩效综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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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测算各省份普惠金融社会绩效发展水平，得出加强农村金融机构渗透性、扩大普惠资金供给量和创新普惠金融业务有利于

提升普惠金融社会绩效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结论。具体地，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服务人员的增加，能够覆盖更偏远

的贫困地区，帮助金融素养低的贫困人口获得信贷、理财、储蓄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有效抑制金融的门槛效应；涉农贷款使

用效率提高，可增加农业经营者资本动用量，改善资金分布，使金融的普惠性体现得更充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可以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水平，使农户享有平等的金融参与权，缓解金融歧视问题；农业保险精准发力普惠金融，不

仅能为贫困人口提供风险保障，而且能够稳定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表 6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Fe_OLS EGLS IV-2SLS IV-2ESLS 

农村金融机构 

网点密度 

0.003 

(1.580) 

0.002 

(1.173) 

0.010* 

(1.673) 

0.005 

(0.849)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

员密度 

0.00*** 

(2.090) 

0.015*** 

(3.838) 

0.010* 

(1.671) 

0.017*** 

(4.429) 

涉农贷款使用效率 
0.029*** 

(4.998) 

0.033*** 

(10.145) 

0.025*** 

(3.405) 

0.036*** 

(10.705) 

小额贷款不良率 
-0.134** 

(-2.350) 

-0.119*** 

(-2.658) 

-0.203*** 

(-2.751) 

-0.166*** 

(-2.631) 

小额贷款贡献率 
5.850*** 

(4.250) 

4.843*** 

(6.150) 

3.692** 

(2.168) 

2.50*** 

(3.284) 

农业保险密度 
0.139*** 

(9.590) 

0.124*** 

(5.863) 

0.178*** 

(7.642) 

0.150*** 

(7.359) 

农业保险赔付率 
0.041 

(1.575) 

0.010 

(0.348) 

0.150*** 

(3.087) 

0.104*** 

(3.100) 

常数项 -1.053*** -0.995*** -1.446*** -1.285***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70 270 270 270 

调整的 R
2
 0.788 0.887 0.756 0.86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括号内为估计结果的 t统计量 

第一，加强普惠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建设。一方面，涉农金融机构要重视农户信息，及时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数据库，降低

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提高普惠金融业务质量。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依托低成

本、广覆盖的互联网，建立支付网络体系，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 

第二，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农村金融机构要针对目标客户，提供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在普惠

金融产品创新中，应该关注涉农贷款和农业保险。在涉农贷款总量增加的同时，还应创新业务，如尽快完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

和创新农户创业贷款等，降低农村信贷资金错配，提高乡村振兴中资金使用的效率。由于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除了加

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扩大农产品保险范围，创新农产品价格保险、农户贷款信用保险等外，还应尽快颁布《农业保

险法》，规范农业保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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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拓宽其资金

来源。对于运作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升级为银行类金融机构，促进其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对于涉农比

例较高的小微金融机构，应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特别是通过优惠贷款利率、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激励措施，引导小微金融机构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提高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实现乡村振兴的

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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